
 

第 1 頁 
 

壹、 前言 

    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又稱為欺凌或欺負行為，指的是在勢力失衡的情況下，對當

事人的身體、心理、財物、權利造成損害的惡意傷害行為(Cheng et al., 2011)。學術上常見的

判斷要件，包括惡意傷害行為(intentionality)、重複性(repetition)、勢力失衡(power imbalance)

等三大特徵(Olweus, 1993)。由於校園霸凌事件對涉入學生會帶來各種負向影響，包括自殺

傾向、焦慮、憂鬱、飲食失調等(顏正芳，2010; AlBuhairan et al., 2017; Chen & Wei, 2011; 

Duarte et al., 2017; Barzilay et al., 2017)，如何降低校園霸凌對學生的危害，乃是學界、教育

人士及政策制定者所關注的焦點。 

    教師要能介入及防制校園霸凌的首要關鍵，在於要先能辨識出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才

能後續的防制作為。由於校園霸凌發生後，學生有不敢告訴成人的傾向，學生很少把受凌的

狀況告訴老師(Oldenburg et al., 2016)。因此，教師的角色便相當重要，若教師能及早辨識出校

園霸凌事件，及早介入，便能提供必要的協助給涉入霸凌的學生，以免事件持續惡化。 

    本研究針對教師辨識校園霸凌議題，提出兩年期計畫進行研究，此次繳交的乃是第二年

的期末報告。主要在探究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心理變項對教師辨識虛擬霸凌事件的影響效果，

採量化問卷分析方式進行研究，以對教師辨識校園霸凌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 研究動機 

    若教師無法辨識出校園霸凌事件，便無法及時介入制止校園霸凌。然而，教師對校園霸

凌的辨識，似乎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歧異的主觀詮釋。第二年計畫欲透過量化研

究方式，探討不同個人背景及心理變項，對於教師辨識虛擬霸凌情境的影響效果。 

（一） 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之關聯 

    先就個人背景變項而言，包括性別、是否接受過防制霸凌訓練、學生時期受凌經驗、教

學年資、教育階段等，均可能影響教師對校園霸凌的辨識。先就性別而言，學生性別會影響

教師辨識霸受凌學生之準確性，男生受凌者比較容易被學校辨識出來(Haataja et al., 2016; 

Leaf et al., 1999)，然而，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校園霸凌辨識的得分上是否有差異，則仍不清

楚，因此將教師性別納入研究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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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接受防制霸凌訓練來看，研究顯示職前教師先前有參與霸凌預防訓練者，較有信心能

辨認出霸凌事件並有信心能處理霸凌事件(Craig et al., 2011)。然而，此研究僅著重於辨識信

心，至於參與霸凌防制訓練者是否能影響教師對於校園霸凌的辨識得分，則仍不清楚，因此

將教師參與霸凌防制訓練的多寡納入研究進行探討。 

    就受凌經驗來看，研究顯示求學期間曾被霸凌或曾目睹霸凌的教師，會對校內的霸凌事

件較為敏感，認為校內有較多的霸凌事件(Craig et al., 2011)。可能受到自身受凌經驗的影

響，使得曾有受凌經驗者似乎能辨識出較多的校園霸凌事件。另外，教職員自身是否有受凌

的經驗，能有效預測對霸凌的態度及處理霸凌效能感，求學時期有受凌經驗者在態度上似乎

較能接受霸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至於目前在職場中被霸凌的教職員，則與知覺處理霸凌的

能力有負向關聯(Bradshaw et al., 2007)。可見，受凌經驗似乎能影響教師對霸凌的態度及處

理霸凌效能感。然而，求學時期的受凌經驗與職場受凌經驗是否能影響教師對於校園霸凌的

辨識得分，則仍不清楚，因此本計畫將教師的受凌經驗納入研究。 

就教學年資而言，目前少有研究針對年資是否影響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進行探討。

Oldenburg 等人(2016)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年資或教學經驗較豐富者，在霸凌定義及辨識

情況上是否優於其他教師。因此本計畫將教師的教學年資亦納入研究。 

就教育階段而言，Haataja 等人(2016)的研究發現，中學及小學教師在辨識長期受凌者上

並無差異，顯示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在辨識校園霸凌的表現上並沒有差別。然而，Leaf 等人

(1999)指出，小學教師比起國中教師更能辨識出霸凌者及受凌者，此可能因國中教師較少與

學生互動，另也可能因霸凌行為與頻率會隨年紀改變，使教師難以觀察。目前研究對於不同

教育階段的教師在辨識校園霸凌的表現尚未有一致的共識，待未來更多研究進行澄清。因此

本計畫將教師的教育階段亦納入研究。 

（二） 心理變項與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之關聯 

    再就心理變項來看，教師對校園霸凌的知覺嚴重度、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

知覺辨識效能等，可能會影響教師對校園霸凌的辨識。先就知覺嚴重度而言，研究指出教師

對校園霸凌的定義與知覺嚴重度之間有關聯(Craig et al., 2011)，而且，質性研究結果顯示教

師會依照知覺嚴重程度來判斷該行為情境是否屬於霸凌行為(Mishna et al., 2005)。至於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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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度是否會影響教師對校園霸凌的辨識，仍需更多量化研究結果進行驗證。因此，本計畫

將知覺嚴重度納入研究，以進一步驗證教師對校園霸凌的知覺嚴重度是否會影響其辨識校園

霸凌的表現。 

    就道德疏離而言，Bandura(1986)認為道德疏離歷程會讓個體出現認知扭曲，導致攻擊行

為的發生。對校園霸凌的研究顯示，道德疏離程度和霸凌行為有顯著正關聯，與挺身協助行

為有負向關聯，而且不論是個體道德疏離或班級群體的道德疏離均和挺身行為有負相關(Gini 

et al., 2015; Thornberg & Jungert, 2014)。換言之，道德疏離程度愈高者，愈可能出現霸凌行

為，以及愈不願出面挺身協助受凌者。Obermann (2011)發現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和道德疏離有

關，其道德疏離得分顯著高於挺身者。由此可知，旁觀者的道德疏離程度愈高，可能愈不會

挺身介入與協助。目前探討校園霸凌與道德疏離議題的研究，多聚焦於學生，少有研究探討

教師的道德疏離情況。目前已知的是，部分教師會有怪罪受凌者的傾向，認為受凌者活該被

欺負，而這會影響他們對校園霸凌的界定(Mishna et al., 2005; Migliaccio, 2015)。由於道德疏

離機制涉及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及扭曲結果(distorting the consequences)，前者指的是認

為受害者咎由自取，後者指的是感受不到或忽略行為後果，以這些內在機制讓自己免於罪惡

感、羞愧等負向情緒的威脅(Bandura, 1999, 2002)。就此而論，教師的道德疏離程度愈高，則

較可能怪罪於受害者或忽略加害者的攻擊行為，而判斷為非霸凌行為。由於目前未有研究探

討教師的道德疏離程度與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關聯，因此本計畫會將教師的道德疏離程度納

入研究。 

    就再知覺辨識效能而言，先前研究曾針對自我效能與介入霸凌意願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教師介入霸凌的自我效能愈高，則教師介入霸凌的意願也會愈高(Duong & Bradshaw, 2013; 

Sokol et al., 2016)。顯示教師的自我效能可能會影響教師在面對霸凌之相關反應。目前未有

研究針對教師對校園霸凌的辨識效能與教師辨識霸凌得分之關聯進行研究。因此，本計畫將

教師的知覺辨識效能納入研究，以探討教師的知覺辨識效能是否能預測教師辨識霸凌得分。 

二、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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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探討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及心理變項，是否會影響教師對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

狀況。研究問題如下： 

1. 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性別、是否接受過防制霸凌訓練、求學受凌經驗、職場受凌經

驗、教學年資、教育階段等)，是否會影響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  

2. 教師在知覺嚴重度、道德疏離、知覺辨識效能等心理變項上的得分，是否會影響教師

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  

貳、 文獻探討 

一、 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理論基礎 

    雖然 Latané 與 Darley(1970)提出的助人行為模式，著重於對旁觀者效應及責任分散提出

解釋，但該模式內的「詮釋」要素亦可作為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理論基礎。 

    Latané 與 Darley(1970)認為，旁觀者在目睹緊急事件時會依下列五步驟來決定其介入行

為：注意、詮釋、擔起責任、決定如何幫助、提供幫助。當旁觀者注意到有緊急事件發生

時，若將事件解釋為緊急且需要有人出面，且認為個人有責任要提供協助，就會在能力範圍

內衡量不同的協助方式，接著才會決定提供協助。換言之，在旁觀者決定協助之前，必須先

注意到事情的發生，並將該模糊事件詮釋為緊急事件，後續的歷程要素才會起作用。因此，

注意事件發生及把模糊事件詮釋為需要介入協助的緊急事件，實為旁觀者助人的促發要素；

反之，若未注意事件發生，或把模糊事件詮釋為一般事件，那麼旁觀者可能就會認為沒有介

入的必要性。就此而論，教師對模糊事件的認知詮釋將會影響校園霸凌事件的辨識。由於校

園內的衝突事件或問題行為相當多元，偶有學生騷擾或攻擊事件發生，對教師及其他成人來

說，在複雜的社會脈絡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決定問題行為事件是否為霸凌(Allen, 

2015)。當教師在面對各類問題行為時，如不適宜的簡訊、言語取笑、謠言等，如何對這些

事件進行詮釋，並辨識為霸凌或非霸凌事件，將會影響教師後續的介入處置行為。 

    當旁觀者面對可能需協助的事件時，可能會產生雙避衝突困境：若不介入協助，可能會

受內心煎熬；若介入協助，可能會有生理上的危險或涉入法律訟訴。降低此衝突的內在機轉

可能就是透過認知扭曲，將事件詮釋為非緊急或認為事件不嚴重，以此來降低是否需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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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衝突。例如以實驗操作，讓學生聽到旁邊教室似乎有人在打架或霸凌他人，12 個受

試者中，只有一個人通報有事件需要介入處理，其他 11 人則認為那不是打架，認為只是有

人在看電視或有人在聽錄音帶，或是有人在玩，所以不需要去管這件事(Latané & Darley, 

1970)。就此而言，教師對學生衝突事件如何詮釋解讀，將會影響教師對校園霸凌辨識情

形。 

    由於事件的發生在本質上經常是相當模糊的，旁觀者可用不同角度來進行解讀。個人的

詮釋解讀可能會受到個人過去經驗、人格特質、當下的心情、認知扭曲的迴避信念(如事件

不嚴重)、其他人的反應等(Latané & Darley, 1970)。依其理論，本研究推論教師過去受教時曾

涉入霸凌事件(個人過去經驗)及對霸凌的知覺嚴重性(認知扭曲)將會影響教師對校園霸凌的

辨識情形，若教師過去曾涉入霸凌事件，可能會輕忽學生霸凌事件，認為部分事件算不上霸

凌行為，而有較低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若對霸凌有較高的知覺嚴重性，則會有較佳的校園

霸凌辨識得分。 

二、 影響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因素 

（一） 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關聯 

就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關聯，以下分別針對各變項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

假設。就性別來說，研究顯示男生的受凌者較容易被辨識出來(Haataja et al., 2016)，顯示性

別與校園霸凌的辨識有關聯，但不同性別教師的辨識能力是否有差異，則仍不清楚，僅能用

間接證據推論之。目前已知教師對校園霸凌的知覺嚴重性有性別差異，男老師認為瞧不起、

叫綽號等行為較不嚴重，男教師比較會忽略這些行為；女老師則認為關係霸凌較嚴重(Duy, 

2013; Ellis & Shute, 2007)。由於部分行為可能會被老師認為不嚴重而被忽略，而且，不同性

別的老師看法也有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校園霸凌辨識得分上會有差

異，男老師可能較會忽略部分行為，而女老師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會比較高。 

    針對是否接受過防制霸凌訓練來說，研究顯示接受定義或辨識相關介入訓練後，能提升

職前教師對各霸凌特徵的辨識率，而且較會關心及有信心辨認霸凌(Benitez et al., 2009; Craig 

et al., 2011)。國內研究亦顯示，受過防制霸凌訓練的教師，在辨識霸凌情境的正確性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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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邱珍琬、張麗麗，2012)。然而，亦有相反的證據指出，即使受過一年的防制霸凌防制

方案訓練，教師仍無法說出何謂霸凌，只有部分教師會提到勢力失衡、意圖等(Oldenburg et 

al., 2016)。就此而言，接受過防制霸凌防制訓練的教師，是否能提升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情

形，似乎仍未有定論。本研究假設，是否接受過防制霸凌訓練，在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

上會有差異，接受防制霸凌防制訓練時數愈高的教師，會有愈高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 

針對求學涉入霸凌經驗來說，研究顯示求學時涉入霸凌經驗和教師的利霸凌態度有關，

比較容易認同「霸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經歷」，而且，學生時期受凌經驗對承諾

介入、辨識能力沒有影響(Bradshaw et al., 2007; Kokko & Pörhölä, 2009;邱珍琬、張麗麗，

2012)。就此而言，曾有涉入霸凌經驗的教師可能較會接受及忽略校園中的霸凌事件。然

而，亦有相反的研究證據顯示，職前教師若曾有涉入霸凌經驗或目睹霸凌者，會對校園霸凌

事件較為敏感，且自認為較有自信辨認及處理霸凌事件(Craig et al., 2011)。因此，在求學時

是否涉入霸凌經驗的教師，在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情形上是否有差異，似乎仍未有定論，教

師的求學受凌經驗可能會讓教師對霸凌更為敏感，也可能讓教師更能接受或忽略霸凌行為。

本研究假設，求學期間是否涉入霸凌經驗的教師，在校園霸凌的辨識得分上不會有差異。另

外，由於在職場中被霸凌的教職員，與知覺處理霸凌的能力有負向關聯(Bradshaw et al., 

2007)，但職場受凌經驗是否與辨識學生霸凌能力有關，則仍不清楚。本研究假設，教師的

職場受凌經驗與教師的辨識學生霸凌得分沒有關聯。 

就教學年資來說，國內研究顯示，國中階段的教師辨識與年資有負相關，國中教師年資

愈高，則教師辨識正確比例愈低(邱珍琬、張麗麗，2012)。另外，研究指出年資似乎與教師

介入意願有關，在年資較高的老師上，都能以知覺效能感及知覺威脅度(含知覺嚴重度及知

覺敏覺性)來預測教師的介入意願(Duong & Bradshaw, 2013)。教師年資與教師辨識霸凌能力

的關聯，仍需更多研究進行釐清。本研究依介入意願的相關發現來提出研究假設，年資與教

師校園霸凌辨識能力有關，年資愈高的教師會有較高的校園霸凌辨識能力。 

就教育階段來說，有研究指出教師在辨識校園霸凌時會有教育階段上的差異，小學教師

比起國中教師更能辨識出受凌者(Leaf et al., 1999)；然而，Haataja 等人(2016)發現中學及小

學教師在辨識長期受凌者上並無差異。因此，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在辨識校園霸凌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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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否會有差異，仍未有一致的共識。由於不同教育階段的校園霸凌盛行率有所差異(Chen 

& Cheng, 2013)，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在面對霸凌事件的次數上可能皆不太相同。因此本研

究假設，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在辨識校園霸凌的得分上會有差異，小學教師的校園霸凌辨

識得分會優於國中教師的得分。 

（二） 心理變項與教師辨識校園霸凌的關聯 

先就知覺嚴重度而言，研究顯示教師對校園霸凌的定義與知覺嚴重度之間有關聯(Craig 

et al., 2011)。O’Brien(2007)的研究指出，知覺嚴重度與社會慣例有關，會被社會或群體接受

的負向行為，就會被視為較不嚴重。此結果隱含著會被接受的行為，就比較不會被視為霸凌

行為，而且也會被視為較不嚴重。另外，有研究指出教師認為霸凌事件是否嚴重，會影響教

師對霸凌的辨識，而且，教師不見得會依霸凌的定義特徵來判斷是否為霸凌，而是會依傷害

類型的知覺嚴重性以及勢力失衡來判定(Carney, 2005; Mishna et al., 2005)。這顯示教師對霸

凌的知覺嚴重性會影響教師對霸凌的辨識。據此，本研究假定教師對校園霸凌的知覺嚴重性

能預測教師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教師對校園霸凌的知覺嚴重度愈高，則教師的校園霸凌辨

識得分也會愈高。 

    就道德疏離而言，針對學生族群的研究顯示，冷眼旁觀的局外者在道德疏離上的得分，

會高於挺身者(Obermann, 2011)，顯示道德疏離得分愈高，可能較不會挺身相助。另外，研

究顯示部分教師會有怪罪受凌者的傾向，這會影響教師對霸凌的界定(Mishna et al., 2005; 

Migliaccio, 2015)。由於道德疏離與怪罪受凌者有關，據此，本研究假定教師的道德疏離程

度與教師的霸凌辨識得分有負向關聯，教師的道德疏離得分愈高，則霸凌辨識得分會愈低。 

    就知覺辨識效能而言，少有研究針對知覺辨識效能進行研究，目前已知的是，職前教師

在學生時期的受凌經驗對承諾介入、知覺辨識能力並沒有影響(Kokko & Pörhölä, 2009)，而 80%

初任教師認為自己有能力辨識校園霸凌事件(Bauman & Hurley, 2005)，可見已有研究者開始關

注教師對霸凌的知覺辨識效能。至於教師對霸凌的知覺辨識效能與教師的霸凌辨識得分之關

係，則未有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僅能透過相關研究來進行間接推論。研究顯示，教師對

關係霸凌介入意願最強的預測因子是知覺嚴重性及自我效能(Dedousis-Wallace et al., 2014)。據

此，本研究推論教師的知覺辨識效能和教師的霸凌辨識得分之間應有正向關聯存在，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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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辨識效能愈高，則教師的霸凌辨識得分也會愈高。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了解不同變項對教師辨識虛擬的預測情形，針對台灣北、中、南、東區的學校

進行抽樣，共計選取 36 校，包含北部 7 校、中部 13 校、南部 12 校、東部 4 校；其中有 16

所國小、11 所國中、9 所高中職。每校選取 3 個年級(國小 4-6 年級、國中 7-9 年級、高中職

10-12 年級)，每年級均抽取 5 班，邀請班級導師填寫教師問卷，因此每校原訂發放 15 份問

卷，唯部分小型學校班數不多，因此能發放的份數依學校而訂。於 2020 年 4~5 月間發放及

回收問卷，依學校應允的數量寄出了 510 份，實際回收 477 份，刪除無效問卷後的有效問卷

為 422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82.7%。樣本的年齡介於 23~60 歲間，平均為 41.4 歲

(SD=7.5)，其他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27.3% 
72.7% 

目前職場被同事霸凌 
  是 
  否 

 
13.9% 
86.1% 

教育階段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46.3% 
25.1% 
28.6% 

先前職場被同事霸凌 
  是 
  否 

 
14.4% 
58.6% 

教學年資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上 

 
12.8% 
14.9% 
20.1% 
27.5% 
24.6% 

一年內霸凌防制訓練 
  無 
  2-4 小時 
  5-8 小時 
  9-16 小時 
  17 小時以上 

 
50.2% 
37.3% 
9.8% 
1.7% 
1.0% 

求學時是否涉入霸凌 
  霸凌者 
  受凌者 
  旁觀者 
  無涉入 
  其他 

 
1.9% 

12.6% 
53.8% 
23.5% 
8.2% 

  

 



 

第 9 頁 
 

二、 研究工具 

1. 情境式霸凌個案辨識問卷（recognition of bullying incidents questionnaire [RBIQ]） 

    情境式 RBIQ 問卷主要在測量研究參與者是否能正確區辨校園霸凌情境與一般衝突情境

的差異。衝突事件的來源係參酌及修改教育部提供之校園霸凌與衝突案例（共分肢體類別、

言語類別、關係類別），並依據雙向細目表編製而成。RBIQ 問卷共有 24 題，含 12 題霸凌題

及 12 題一般衝突題。霸凌題及一般衝突題的差別，在於各霸凌情境題皆係完整包含霸凌三大

特徵(勢力失衡、重複、惡意傷害)(Olweus, 1993)，而各一般衝突情境題則是未包含霸凌三大

特徵或僅包含一至二項特徵。RBIQ 採兩點式選項，研究參與者在閱讀完題目情境後，於「確

是霸凌」、「不是霸凌（如偏差行為）」選項中擇一勾選。若研究參與者對霸凌情境題勾選「確

是霸凌」、對一般衝突情境題勾選「不是霸凌（如偏差行為）」則得 1 分，反之則得 0 分，加

總後即可得到研究參與者的校園霸凌辨識得分，最高為 24 分，最低為 0 分，得分愈高代表研

究參與者愈能正確區辨出霸凌情境與一般衝突情境，表示研究參與者有較高的霸凌辨識能力。

先前研究針對教師資料進行 Rasch 分析，結果顯示所有試題的 infit MNSQ 介於 0.85~1.33 之

間，符合標準。問卷之試題分離信度（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99，顯示試題的難度 logit

值能在該樣本下被有效區分。而且，肢體、言語、關係情境題的相關介於.94~.96 之間。這些

證據顯示 RBIQ 具有可接受的信效度(Chen et al., 2017)。教師在 RBIQ 的得分，即是教師辨識

虛擬霸凌事件的得分。 

2. 知覺霸凌嚴重度量表(School Bullying Severity Scale, [SBSS]) 

    SBSS 主要在測量受試者對各類校園霸凌事件的知覺嚴重情形，共有 21 題，包括肢體、

言語、關係、網路等四種霸凌類別，題目範例如下：「不雅照片被公佈在網路上」、「被當眾說

壞話」等。請受試者依五點量表來評估每一題的嚴重情形，由 1 到 5 分別是不嚴重到很嚴重。

計算試題的平均，即可得到受試者對各類霸凌行為的知覺嚴重度，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對各

類霸凌行為給予較高的嚴重度評估，得分愈低代表受試者覺得霸凌行為並不嚴重。SBSS 在中

學生樣本施測的結果，顯示 infit MNSQ 介於 0.82 到 1.32 間，各題的試題-總分相關介於.67

到.86 之間，樣本分離信度(person separation reliability)為.97，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證據

(Che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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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疏離量表 

本研究採用 Hymel 等人(2005)的道德疏離量表，共有 18 題。選擇該量表的原因是因為該

量表試題乃針對霸凌情境設計；再者，該量表能被單一因素解釋，與其他學者採用的單向度

道德疏離計分法一致(Gini et al., 2015; Obermann, 2011)。由於原量表的施測對象是學生，部分

試題並無法適用於教師上，例如：「當你不喜歡的人被欺負時，加入欺負行列是 OK 的」、

「在我的朋友群內，欺負是 OK 的」、「盯上輸家，是 OK 的」，因此選擇刪除，保留 15 題

進行施測。量表的例題如：「被欺負能讓人更堅強」。採李克特式 5 點量尺，由 1 至 5 分別

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的道德疏離程度愈高。原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為.82。 

4. 對霸凌的知覺辨識效能 

    目前並無知覺辨識效能量表可供使用，先前研究多僅用單題讓教師進行評估(Bauman & 

Hurley, 2005; Kokko & Pörhölä, 2009)。因此，本研究擬參考前述研究的題目，自編教師的辨識

霸凌知覺效能量表，目前初擬 5 題，題目如下：「我覺得自己有方法可以知道班上有誰被欺

負」、「如果我的學生被欺負了，我認為我都能注意到」、「若班上發生欺負事件，我對於自己

的辨識能力感到有信心」、「就算學生不說，我認為我還是有辦法察覺到有誰被欺負」、「我認

為我有能力區分出衝突事件及欺凌事件的不同」。採五點式量尺計分，由 1 到 5，分別是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試題得分平均後即可得到教師對辨識霸凌的知覺效能得分，得分愈高代

表教師覺得自己有能力辨識或區辨出校園霸凌事件。知覺辨識效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為.88。 

三、 研究程序 

請研究助理以電話聯絡台灣北、中、南、東區的高中職以下學校，聯絡對象為該校校長

或主任，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及施測方式後，徵求學校代理人同意後，將問卷郵寄至該校，請

學校代理人依施測說明，協助發放及回收導師問卷。導師問卷的首頁會提供研究資訊說明書，

內容包括研究目的、研究進行方式、資料蒐集及儲存方式、參與研究回饋等，若教師同意參

與研究，便匿名填答教師問卷(含個人背景變項、知覺嚴重度量表 21 題、道德疏離量表 15 題、

辨識霸凌知覺效能量表 5 題、情境式霸凌個案辨識問卷 24 題)。同意填寫教師問卷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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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致贈 7-11 商品卡 50 元作為研究回饋。另外，會致贈超商商品卡 500 元予學校代理人，以

感謝其協助聯絡及安排相關事宜。師生問卷會請受過訓練的研究助理進行 key in，研究助理

須簽署保密同意書，以確保資料不會外流。研究資料均由研究者小心保存不致外流，會留意

不讓個人資訊有被辨識出來的機會。 

四、 分析方法 

針對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是否會因為個人背景變項而有差異，本研究選擇

以 t 考驗(性別、目前職場受凌經驗、先前職場受凌經驗)及 one-way ANOVA(一年內接受過防

制霸凌訓練時數、教育階段、教學年資、求學時是否涉入霸凌等)進行分析，若 one-way ANOVA

分析結果達顯著，會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針對教師在知覺嚴重度、道德疏離、知

覺辨識效能等心理變項上的得分，是否會影響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本研究選擇

以多元迴歸法的 Enter 法進行分析，以了解三個自變項是否能顯著預測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

的辨識表現。 

肆、 研究結果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疑似校園霸凌情境的辨識狀況 

1.不同性別教師的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針對教師的校園霸凌辨識得分是否有性別差異，分析結果顯示男教師(M = 14.48, SD = 

3.12)與女教師(M = 14.55, SD = 2.95)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

0.21, p>.05)，表示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為教師的性別而有差異。 

2.接受不同霸凌防制時數的教師於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關於過去兩年接受不同霸凌防制時數的教師在校園霸凌情境辨識得分是否有差異，分析

結果顯示接受不同霸凌防制時數(無、1-2小時，2-4小時，4-8小時，8-16小時，17小時

以上)的教師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M=18.61,M=18.38,M=18.56,M=19.71,M=19.25,M=18.54)

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F=0.46, p>.05)，表示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

為教師接受霸凌防制訓練時數多寡而有差異。 

3.求學期間涉入不同霸凌經驗的教師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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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求學期間涉入不同霸凌經驗的教師在校園霸凌情境辨識得分是否有差異，分析結果

顯示求學期間涉入不同霸凌經驗的教師(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無涉入)在校園霸凌辨識

得分上(M=18.13,M=18.36,M=18.33,M=19.85)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F=0.74, p>.05)，表示

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為求學期間扮演不同的涉入霸凌角色而有差異。 

4.目前職場不同受凌經驗教師的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針對教師的校園霸凌辨識得分是否因目前職場不同受凌經驗而有差異，分析結果顯示目

前職場無受凌經驗教師(M = 17.93, SD = 3.45)與目前職場有受凌經驗教師教師(M = 

18.59, SD = 2.90)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1.38, p>.05)，表示

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為教師目前職場不同受凌經驗而有差異。 

5.之前職場不同受凌經驗教師的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針對教師的校園霸凌辨識得分是否因之前職場不同受凌經驗而有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之

前職場無受凌經驗教師(M = 18.60, SD = 2.95)與之前職場有受凌經驗教師教師(M = 

17.87, SD = 3.14)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1.77, p>.05)，表示

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為教師之前職場不同受凌經驗而有差異。 

6.不同年資教師的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關於不同年資的教師在校園霸凌情境辨識得分是否有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資的教

師(1-5年、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

(M=18.30,M=17.89,M=18.39,M=18.91,M=18.66)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F=1.35, p>.05)，表

示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不會因為不同年資而有差異。 

7.不同教育階段教師的校園霸凌情境辨識之得分     

    關於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在校園霸凌情境辨識得分是否有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教育

階段的教師(國小、國中、高中職)在校園霸凌辨識得分上(M =18.74,M =18.90,M =17.79)具

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F =4.91, p <.05)，表示在虛擬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上，並會因為

不同教育階段而有差異。就事後比較(Scheffe法)來看，國小教師與國中教師的疑似校園霸

凌情境辨識得分，顯著高於高中職教師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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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心理變項對疑似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的影響 

    為了瞭解教師在知覺霸凌嚴重度、道德疏離、知覺辨識效能等心理變項上的得分，是否

會影響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表 2為各變項之相關矩陣。 

 

表 2 分析變項間的相關矩陣 

 
校園霸凌辨識 知覺辨識效能 知覺嚴重度 道德疏離 

校園霸凌辨識 1.00 
   

知覺辨識效能 -.07 1.00 
  

知覺嚴重度 -.06 .15* 1.00 
 

道德疏離 -.04 -.11* -.28* 1.00 

* p < .05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法(Enter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教師在知覺霸凌嚴重度(M = 4.35, 

SD=0.50)、道德疏離(M =2.12, SD =0.48)、知覺辨識效能(M =3.80, SD =0.58)的得分，並

無法顯著預測疑似校園霸凌情境辨識得分(F = 1.50，p < .05)。R平方為 0.011，表示該迴

歸模型中的總變異，僅有 1.1%可被自變項所解釋。此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教師在知覺霸凌

嚴重度、道德疏離、知覺辨識效能等心理變項上的得分高低，均無法顯著預測教師在虛擬霸

凌情境的辨識表現。 

伍、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是否接受過防制霸凌訓練、求學受凌經

驗、職場受凌經驗、教學年資、教育階段等)的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並進一步

探討不同心理變項(知覺霸凌嚴重度、道德疏離、知覺霸凌辨識效能)的得分，對教師在虛擬

霸凌情境辨識表現的影響。依分析結果發現，在性別、接受防制霸凌訓練、求學時的受凌經

驗、目前職場受凌經驗、先前職場受凌經驗、教學年資等變項上，教師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

識表現上均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論性別、不論接受防制霸凌訓練的多寡、不論求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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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受凌、不論目前職場是否受凌、不論先前職場是否受凌、不論教學年資多寡，在虛擬

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唯在教育階段上，發現有差異存在，國小與

國中教師的虛擬校園霸凌情境辨識得分，顯著高於高中職教師。 

    本研究有幾點限制。首先，虛擬霸凌情境與真實霸凌情境不同，在虛擬霸凌情境的辨識

表現可能不同於真實霸凌情境的辨識表現，未來研究可針對教師的真實霸凌情境辨識能力進

行探討。其次，筆者另一研究曾發現教師對關係霸凌情境的辨識得分較低(Chen et al., 

2018)，本研究是針對各項霸凌情境的辨識總分進行分析，未來研究可區辨出不同霸凌類型

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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